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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中的 “烫手山芋”

———基于“棘手问题”缘起、内涵与应对策略的研究述评
郭佳良

【摘要】公共事务中的“棘手问题”因其复杂难解的特征而成为公共管理者
必须面对的“烫手山芋”，亦构成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与难点。论文从缘起、概
念化过程与应对策略三个方面对公共行政领域的“棘手问题”进行综述。研究
发现，“棘手问题”这一概念的兴起源于其准确地呈现出技术理性方式在应对日
渐复杂的公共事务时的弊端与局限；此概念经历了特征描述、要素分析与类型
细分三个概念化的阶段，演化出较为明晰的内涵与外延；权威型驯服与技术型
处理策略在应对“棘手问题”时具有明显的伦理成本与适用情境的局限性，适
应型应对策略成为学界普遍推崇的主流方式。未来的“棘手问题”研究应在确
保概念使用准确性的基础上，推进与传统公共行政中“沃尔多路径”的有效对
接以追溯其思想本源，合理借鉴行为科学的理论工具以夯实其微观基础，并从
规范性和经验性两个研究维度同时展开本土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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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行政学一直以思考和解决现实公共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学科己
任。秉持“知识应该服务于问题解决”的实用主义哲学，缘起于美国２０世纪初
进步主义时代的现代公共行政，一开始所需要回应的正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快速
工业化所引发的繁杂而具体的社会问题（马骏，２００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
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行政活动已不是一般办事员所能处理的琐碎事务，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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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基于特定的知识和技能才可解决的技术性问题（Ｗｈｉｔｅ，１９５５）。因此，如
何处理行政事务中技术性问题的爆炸式增长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根本关切，
试图将公共事务进行技术化的理解和处理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然而，伴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公共行政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
化。区别于工业社会早期的那种稳定、机械的行政生态，当下的公共行政事务
愈发体现出不确定、复杂性、模糊性的特征，已进入所谓“乌卡时代”（ＶＵＣＡ）
（Ｖａｎ，２０１７：５）。当下公共行政实践所经常面对的已不再是那种简单的通过技
术理性范式就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而是一种难以被技术化甚至抵抗被技术化
的“棘手问题” （ｗｉｃｋ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自从１９７３年“棘手问题”被正式提出后，
历经４０多年的研究与发展，它已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成为重要的学术概念。
“棘手问题”因其复杂难解的特征成为当下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烫手山
芋”，其对于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Ｈｅａｄ ＆
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１５；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７）。因此，必须对它的
缘起、内涵与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价。本文试图从
如下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述。首先，明确这一概念的缘起与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外
在背景；其次，阐明“棘手问题”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概念化过程；再次，
总结应对“棘手问题”的相关策略并对其进行评价；最后，对既有研究的不足
进行评析，并展望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前进方向。

一、“棘手问题”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一）“棘手问题”概念的缘起

“棘手问题”作为学术概念被正式提出，源于１９７３年美国的两位学者霍斯
特·里特尔（Ｈｏｒｓｔ Ｒｉｔｔｅｌ）与梅尔文·韦伯（Ｍｅｌｖｉｎ Ｗｅｂｂｅｒ）发表在《政策科
学》期刊的论文《一般规划理论中的困境》。这两位教授的研究领域聚焦于城市
规划，但这篇论文的立意却绝不仅限于该领域。他们发现，几乎所有与公共服
务相关的职业专家都无法免于一种大众化的“反专业运动”的攻击，遭到其服
务顾客的反对或质疑（Ｒｉｔｔｅｌ ＆ Ｗｅｂｂｅｒ，１９７３：１５５）。作者进一步指出产生这种
社会现象的理论根源：职业专家的工作是解决那些有明确目标、可清晰定义的
问题，即驯良问题（ｔａ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而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议题都
是没有明确目标和清晰定义的“棘手问题”，专业所依赖的理性设计模式无法应
对（Ｒｉｔｔｅｌ ＆ Ｗｅｂｂｅｒ，１９７３：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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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他们的研究放置于宏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便更容易理解“棘
手问题”概念缘起的现实逻辑。美国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约翰逊时期开展的“伟
大社会计划”通过大量公共项目推进社会进步，但这些项目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张梦中，２０００：３８）。这些大型公共项目和政策的失败激起了学术界普遍的批判和
反思（Ｈｅａｄ，２００８：１０１ － １０２）。例如，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４）的研究指出，大型复杂项目由于所需的信息收集、目标清晰度
和协调水平难以实现，是不可能成功的；社会政策领域的学者们也发现，现代
社会中的主要议题根植于价值观念之中，科学分析不足以理解和解决这些社会
议题（Ｒｅｉｎ，１９７６）。这些批判性的研究都直指技术范式的局限与弊端———由于
忽略了利益相关者和公民的价值、观点和生活经验（地方性知识）而无法构建
正确的政策问题，同时呼吁政策制定者不应过于雄心勃勃，不要试图致力于那
种宏大的、蓝图式的公共项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里特尔和韦伯二人提出
的“棘手问题”概念可以说巧妙地捕捉到了时代思潮（Ｚｅｉｔｇｅｉｓｔ），“即政府面临
的政策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兰德式管理顾问设想的理性主义方式来解决，甚至不
能用当时日渐兴起的由拉斯维尔推动的政策分析和政策科学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Ｃａｒａｙａｎ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１８：２）。由此可见，“棘手问题”概念的提出，
其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美国在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理性
－技术主义”途径或管理工程方式，其现实意义正在于提醒公共管理者在广泛
而深入地“技术化”公共事务时保持一份应有的谦卑姿态。

（二）“棘手问题”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在里特尔和韦伯的论文刊发后，“棘手问题”这一概念得到学界普遍关注，
以此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快速增长。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从所涉及的政策领域来看，“棘手问题”研究存在于包括环境治理（Ｂａｌｉｎｔ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公共卫生治理（Ｆｅｒｌ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社会安全治理（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水资源管理（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１６）等几乎所有公共行政领域，甚至
在企业战略规划（Ｃａｍｉｌｌｕｓ，２００８）、软件工程（ＤｅＧｒａｃｅ ＆ Ｓｔａｈｌ，１９９０）、产品
设计（Ｇｕｉｎｄｏｎ，１９９０）等企业管理领域也得到普遍应用。第二，从关联的研究
主题来看，“棘手问题”的理论框架已经和公共价值管理（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７；郭佳
良，２０１７；Ｇｅｕｉｊ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政策网络（Ｖａｎ Ｂｕｅ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公共危
机治理（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Ｃａｒａｙａｎ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１８）、公共领
导（王学军、曹钶婕，２０１９）、政策设计（Ｈｅａｄ，２０１８）等重要的学术主题紧
密融合在一起，成为公共行政理论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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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手问题”研究的兴起与公共行政外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密不可分。首
先，价值多元化与价值冲突成为２１ 世纪公共行政外部环境的重要特征
（Ｊｒｇｅｎｓｅｎ ＆ Ｂｏｚｅｍａｎ，２００７；Ｎａｂａｔｃｈｉ，２０１２）。价值冲突以及在竞争性的价值
原则之间进行权衡成为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客观场景（Ｖａｎ＆ Ｖａｎ，２００９），
而这正构成“棘手问题”的重要来源。其次，治理范式所倡导的公共事务主体
的分权化与多元化，使得行动主体间资源与权力的依赖以及边界与责任的模糊
成为常态（Ｓｔｏｋｅｒ，２００２：１８），从而导致公共事务的制度复杂性提升。这进一
步产生了很多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交叉问题（Ｂｒｙ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２），
而这种交叉问题具有很强的“棘手”属性。再次，公共领域中的不确定性逐渐
常态化，其最显著的标志是公共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而危机管理的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它本身就构成典型的“棘手问题”，并被称作“棘手危
机”（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最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理念濒于破产，以及
网络与社会媒介的兴起所导致的政策偏见与“后真相”（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社会的到来
（Ｍａｎｊｏｏ ＆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８），技术精英与其所代表的技术理性被公众质疑和批
判，４０年前里特尔所提及的反专业主义运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

总之，学术领域对于这一概念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依赖于此概念缘起与发
展的整个外在社会背景。放眼未来，伴随公共行政外部环境所凸显的上述变化
趋势，对于“棘手问题”的研究将继续推进和普及，而如何应对“棘手问题”
将成为公共行政中的大问题。

二、“棘手问题”的概念化过程

“棘手问题”此一概念从提出到引起学界关注，再到被学者广泛使用，伴随
着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不断明晰化的自然演化进程。这种演化的内生动力，源
于学者们一方面日益意识到此概念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可能的学术前景，另一方
面为进一步增进此概念在使用和论述中的准确性所作出的努力。就目前为止，
此概念化的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特征描述阶段、要素分析阶段和类型
细分阶段。

（一）特征描述阶段

里特尔与韦伯首次使用“棘手问题”这一概念时，是作为“驯良问题”的
反面而提出的。所谓“驯良问题”，指的是那些问题本身能够清晰定义、明确归
因，并可确定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的技术问题。在面临这类问题时，可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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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技术”方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即按照“搜集信息———分
析信息———制订方案———执行方案”四个步骤依次推进来解决。然而，由于不
满足上述“驯良问题”的三个条件，“棘手问题”抵制一切企图解决它们的惯
用方法（理性—技术方法），因而显得难以应对。在此，他们并未给出清晰定
义，而是基于特征（或属性）的提炼和罗列进行描述。他们将“棘手问题”的
特征表述为１０个方面，并对每个特征进行阐释说明。这些特征包括：“棘手问
题”不存在明确的表述；“棘手问题”没有停止规则；解决“棘手问题”的方
案不存在绝对的真伪判断，而是相对而言的更好或更差；“棘手问题”的解决方
案无法进行立即的、根本的测试；任何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案都是“单步操
作”（ｏｎｅｓｈｏ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因为没有机会通过反复试验来学习改进，每一次尝试
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和后果；“棘手问题”无法详尽列举所有的潜在解决方案，
也没有一组描述良好的可纳入计划的允许操作；每个“棘手问题”本质上都是
独特的；每个“棘手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另一个问题的表现症状；“棘手问题”
的产生原因存在着多元且差异的解释路径，而对于问题解释路径的选择决定了
问题应如何解决；社会规划者没有权利犯错（即规划者应该对他们的行动方案
所产生的后果负责）（Ｒｉｔｔｅｌ ＆ Ｗｅｂｂｅｒ，１９７３：１６１ － １６７）。鉴于这样的罗列略显
琐碎，诺顿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地概括整理，将这１０个特征抽象为４个维度：一
是构建的问题（１、２、３、９）；二是解决方案的不可竞争性（２、４、６、９）；三
是不可重复性（５、７、１０）；四是时间维度的开放性，即对问题的解决不具有时
间的限制，不存在期限（２、４、８）（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２：４５８）。

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对此概念通过特征或属性描述的方式进行定义，较有
代表性的包括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提出的九种属性（ＡＰＳＣ，２００７：３ － ５）
以及杰夫·康克林（Ｊｅｆｆ Ｃｏｎｋｌｉｎ）总结的六种特征。这些提法与里特尔和韦伯
的原初版本大致相似，但在视角和表述上略有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凯利·莱
文等学者在一篇以全球气候变暖及其治理困境为主题的论文中提出了“超棘手
问题”（ｓｕｐｅｒ ｗｉｃｋ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这一相近的概念。作者指出，气候变暖议题区别
于一般意义的“棘手问题”，其治理难度、波及范围和可能性后果处于一个更高
的量级。他们将这种“超棘手问题”也按照特征描述的方式进行定义，具体包
括四种特征：第一，这种问题虽然不存在人为规定的期限，但是问题拖得越久
越难以解决；第二，那些寻求解决问题的行动主体同时在导致这种问题的发生；
第三，缺少现有的权威主体或制度框架来对该问题负责；第四，对未来折现的
非理性，即行动主体往往会忽视这一重大且棘手的问题（Ｌｅｖ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在特征描述阶段，技术问题与“棘手问题”作为两个处于极限位置的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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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因此，现实当中的公共政策议题和待解决的公共事务问
题都可列于这一连续统一体的某个确定位置。也就是说，“棘手问题”并不是具
有明确边界的问题类别，“棘手”本身就是公共领域治理客体所呈现出的一种倾
向（Ｎｅｗｍａｎ ＆ Ｈｅａｄ，２０１７）。区别仅在于，该具体问题所在的位置更趋近于哪
个端点，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空间的转换，问题所处的坐标定位会发生怎样
的移动（ＡＰＳＣ，２００７：６）。

（二）要素分析阶段

伴随着这一概念的广泛扩散和使用，部分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将此概念停留
在特征描述的模糊定义基础上，而是试图从概念内涵和构成要素的角度进行更
加明确地定义。在这方面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是海德和奥尔福德。他们精辟地
指出，棘手属性本质上包括三个构成要素，即社会多元性、制度复杂性和科学
知识的不确定性。其中社会多元性指的是问题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利益格
局和价值观念，制度复杂性源于问题涉及主体（组织）间的合作和多层级治理
的背景，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指向相关知识来源的碎片化与缺口。棘手属性必
须是由价值多元性、制度复杂性和知识不确定性这三个要素的交集所构成，仅
具备其中一个或两个要素并不能构成“棘手问题”（Ｈｅａｄ ＆ 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１５：
７１６）。此外，布伦等学者（Ｖａｎ Ｂｕｅ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从不确定的角度来定义
“棘手问题”，将“棘手问题”的基本要素构成分为认知、战略和制度三个维度
的不确定性。其中认知维度指的是由于对问题所涉及的技术知识了解不足、问
题中的因果关系难以辨识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战略维度指的是由于问题涉及参
与者数量众多、价值多元、认知分歧所导致的未来行动策略的未知和不可预测；
而制度维度的不确定性源于应对问题的制度层级与政策领域是高度碎片化的，
而参与这一问题应对的政策网络又是松散耦合的。可见，这与海德提及的三要
素构成不谋而合。

这种对概念构成要素的进一步探讨有助于概念内涵的明确，并由此判断哪
些公共议题才是真正的“棘手问题”。以全球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议题为例，它之
所以是“棘手问题”，源于它同时具备海德提出的上述三个构成要素。首先，由
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理念、立场和利益视角，因此问题的定义
是多元的（社会多元主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源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引领的消费和生活方式，而另一种观点则将原因归结为全球
治理机制的缺失，还有学者基于市场万能的信念认定此问题会随着技术进步和
市场调试自然解决。其次，此议题涉及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组织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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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合作和协同治理，且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政策领域（制度复杂
性）。再次，由于依据当前的科技发展水平尚无法准确推测出可能对人类生存造
成威胁的二氧化碳浓度阈值，因此只能主观猜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后果（知识的
不确定性）（ＡＰＳＣ，２００７：５）。但如果不能同时具备这三个构成要素，就无法
构成真正的“棘手问题”。比如公共政策中大量存在的分配型政策议题，虽然会
伴随利益相关者的讨价还价，但在知识不确定性和制度复杂性方面体现不足，
因此不是典型的“棘手问题”。

（三）类型细分阶段

早在１９９４年，海菲茨就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具体包括定义
和措施都明确的“驯良问题”、定义明确但措施存在争论的复杂问题、定义和措
施都不明确的“棘手问题”（Ｈｅｉｆｅｔｚ ＆ Ｈｅｉｆｅｔｚ，１９９４）。后来，罗伯茨也采用了
相似的分类方法，根据涉及问题的利益相关者的冲突程度将问题分为简单问题、
复杂问题和“棘手问题”三种类型（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１：１ － ２）。然而，这些早期的
分类方法与分类依据比较粗糙。在对“棘手问题”的内涵进一步明确的基础之
上，学者开始试图构建更加细分的问题类型（ｔｙｐｏｌｏｇｙ）。包国宪等（Ｂ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根据问题的复杂度和价值冲突程度将公共问题分为简单问题、复杂问题、
难解问题和“棘手问题”四种类型（其中“棘手问题”是同时具备高复杂度与
高价值冲突程度的问题类型），并讨论了治理不同类型问题所需要的公共行政范
式与哲学基础。奥尔福德与海德（Ａｌｆｏｒｄ ＆ Ｈｅａｄ，２０１７）根据垂直与水平两个
维度将“棘手问题”的相关分类进一步明确化。垂直维度为“问题本身的复杂
程度”，完全采用了前文提及的海菲茨的分类方式（即问题本身是否明确和解决
方案是否已知）；水平维度为“利益相关者与制度背景”，包括问题知识来源的
分散程度、利益分歧程度和权力的分散程度三个选项。这样便区分出九种问题
类型，包括认知复杂型问题、分析复杂型问题、驯服问题、概念争议型问题、
复杂问题、沟通复杂型问题、非常棘手的问题、政治混乱型问题、政治复杂型
问题。

这种对于“棘手问题”类型的细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它进一步明
确了不同问题类型的区别，尤其是明确了“棘手问题”和诸如政治复杂型问题
的差异。因此，一方面，“棘手问题”这一问题类型和其他问题类型的区分体现
了这一概念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同时避免了概念因内涵外延不清晰所导致的混
淆使用；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细分有助于人们针对不同的问题类型采取差异化
的应对方式和策略，在行政实践活动中避免出现“一刀切”的简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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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棘手问题”的三种策略

伴随“棘手问题”的概念化过程，学者们开始聚焦于对这类问题的治理策
略。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棘手问题”本身包涵着多元的问题类型，而针对不同
的问题类型应该采取针对性的对策。罗伯茨根据利益相关者权力的分布状况与
竞争程度，提出了权威式、竞争式和协同式三种策略类型的划分（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００）；而福克·戴维特则区分了应对、驯服（ｔａｍｉｎｇ）和解决三种策略运用的
具体情境（Ｄａｖｉｔｅｒ，２０１７）。基于上述研究的启发，本文将目前具有代表性的
“棘手问题”应对策略分为权威型驯服、技术型处理和适应型应对三种。

（一）权威型驯服策略

当问题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内部存在着权力分配的不均或垄断时，权力掌
控者往往会采取权威型驯服策略来应对“棘手问题”。“驯服”的涵义是指通过
特定方式将原本棘手而复杂的问题转换为简单而驯良的技术问题。那么，如何
来驯服“棘手问题”呢？从前文所述的“棘手问题”的特征入手，这种“驯
服”一般可通过六种方式实现：锁定对于问题的定义；宣称问题已得到解决；
指定某类客观参数来测量解决方案的效果；将问题描绘为与那些已解决的问题
非常相似；放弃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努力；宣称只有某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并聚
焦于从这些可能的选项中作出选择（Ｃｏｎｋｌｉｎ，２００６ｂ：１２ － １３）。其中，最常见
的策略是将原本整体性的问题人为地进行分割，并针对某一脱离整体的“子问
题”寻找合理而可行的方案。这种策略不仅未能完整地分析问题的各个方面和
纬度，同时还会导致原先问题所嵌入的社会生态系统（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发生改变，并诱发“棘手问题”的突变。因此，权威型驯服并不能真正地解决
“棘手问题”，它只是造成了问题被解决的假象而已。最早提及这种权威型驯服
策略及其后果的是韦斯特·丘奇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策略本质上是一
种欺骗，因此在行政伦理上是错误的（Ｃｈｕｒｃｈｍａｎ，１９６７：１４１ － １４２）。陈克辉
对于新加坡建造实马高垃圾填埋场来处理城市废弃物的案例表明，选址方案为
达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在疏浚和采砂过程中的生态破坏问题、水陆运
输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埋海造地可能出现的未知风险，这种基于功利主义思
维的驯服策略所导致的伦理道德成本是十分巨大的（Ｃｈａｎ，２０１６：１２８）。这一
案例还进一步引申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划定应对“棘手问题”的伦理边界？
这需要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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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型处理策略

根据上述对于“棘手问题”的分类，当问题本身非常复杂却不存在太多利
益相关者的分歧和冲突时，这种问题类型属于认知复杂型问题。这种认知复杂
型问题的应对往往采取技术型处理的策略。这种策略首先面对的是信息不足的
问题，这时可通过全面获取可能信息的方式来降低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Ｄａｖｉｔｅｒ，２０１７：５７８ － ５７９）。这种方式所涉及的技术方法繁杂，故不做具体展
开。“棘手问题”认知复杂的主要来源是问题涉及信息和知识的分散，以及由于
这种分散所导致的问题建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特征，很多学者提出了具体的
技术处理方法。

首先，当前对于“棘手问题”知识分散的处理策略包括可持续性科学、跨
学科法、街头科学等。可持续性科学（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在应对环境治理中
的“棘手问题”中有着很大的作用（Ｂａｔｉｅ，２００８：１１８２），它将有关地球系统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的知识进行发掘、整合和应用，尤其是将自然科学（包括地质
学、生态学、气候学、海洋学等）中的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关人类相互间关
系的知识相协调，以评估、减轻和最小化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Ｋｉｅｆｆ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跨学科法（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是针对“棘手问题”所涉及的跨领
域、跨专业、跨部门的特性而产生的一种跨越学科边界的研究策略，以创建一
种针对问题的整体方法（Ｎｏｒｒ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在复杂灾害管理、大型社会工程
项目中均有所应用（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街头科学（ｓｔｒｅｅ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试图融合
“棘手问题”中的专家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并试图建立一种结合专家和社区的共
同生产的框架（Ｃｏｒｂｕｒｎ，２００５）。其次，针对如何有效进行“棘手问题”的问
题建构，也有学者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具体包括问题结构化方法
（Ｒｏｓｅｎｈｅａｄ ＆ Ｍｉｎｇｅｒｓ，２００１）、对话绘图法（Ｃｏｎｋｌｉｎ，２００６ａ）、形态分析法
（Ｒｉｔｃｈｅｙ，２０１３）、边界批评法（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２）、竞争性标杆法（Ｋｅｔｔｅｒ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等等。这些技术方法对于涉及大量知识、价值和意识因素的“棘手问
题”的问题构建提供了支持。例如，凯特等学者开发的竞争性标杆法通过构建
一个数据平台，使用不同来源的数据类型（例如来自客户、生产者、公共政策
和监管约束等多种源头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帮助跨学科的研究团体解决
公共领域的棘手议题挑战。

技术型处理策略的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试图通过获取全面的信
息来降低问题棘手程度的可行性有限，因为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往往成为应对
“棘手问题”的必然处境。也就是说，技术型处理策略所依赖的数字支配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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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不能完全消解棘手属性。第二，技术策略表面上看起来是单纯的技术操作
规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必须是基于某种社会性的集体行动框架，从而
对于组织能力或治理能力有很高要求（黄晓春，２０１０）。因此，如何在引入技术
型处理策略时促进组织或治理网络的相应变革则成为有效应对“棘手问题”的
关键。

（三）适应型应对策略

公共领域中“棘手问题”的治理在本质上并非是依靠技术专家实现“科学
化的”解决，而是一个“社会化的”应对过程，而实现这一社会化的应对过程
的关键是达成由多方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集体行动。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视野
中“经济人”的“搭便车”行为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应对“棘手问题”所
需集体行动的挑战在于如何构建针对问题的共同理解，以及寻求可能性方案的
共同责任，最终创造共享的公共价值。因此，问题的应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而
是基于持续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和调试（Ｋｎａｐｐ，２００８）。基于这一逻辑，适应型
策略成为学界普遍推崇的应对方式。象伟宁提出的包括“清醒地意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诚实地接受”（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适应性共存”（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三个部
分的“３Ａ”原则是对这一应对策略的完整总结（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３）。

一方面，在不同的政策和研究领域，学者们提出了基于“棘手问题”适应
策略的不同模式。在公共卫生和环境治理领域，“棘手问题”的生成源于个体的
“市场化行为失灵”，因而适应型应对策略体现为通过助推（ｎｕｄｇｅ）模式实现公
众持续的行为改变，这种模式因其温和且成本低廉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
（塞勒、桑斯坦，２００８）；在应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棘手问题”时，适应性管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模式，这种模式需要管理者通过被
动或主动地信息积累和学习过程，在面对不确定环境时进行鲁棒决策，从而提
升管理的长期效果（Ｓｍｉｔｈ ＆ 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９）；对于涉及高度价值冲突和理念分歧
的棘手议题（如转基因食品政策），构建针对议题的共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治理
环节，因而促进利益相关者持续沟通和对话的协商民主方式被认为是更有效的
适应型应对模式（Ｄｕｒａｎｔ ＆ Ｌｅｇｇｅ，２００６）。在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领域，基于
公共价值的战略型绩效管理框架是面向复杂公共行政环境时的绩效管理体系，
有效回应了“棘手问题”对绩效测量带来的挑战（包国宪等，２０１２；Ｍｏｏｒｅ，
２０１３）。在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领域，基于价值共创模式构建的公共服务适应性
系统成为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应对“棘手问题”挑战的重要途径（王学军，２０２０）。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还探讨了公共管理者和公共组织有效实施适应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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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所需要的治理能力。早在１９９４年，海菲茨就基于复杂问题的治理提出了
“适应性领导力”（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概念及其原则框架（Ｈｅｉｆｅｔｚ，１９９４）；韦
伯和卡迪曼（Ｗｅｂｅｒ ＆ Ｋｈａｄｅｍｉａｎ，２００８）则从知识管理的视角论述了管理者面
对“棘手问题”情境时的适应型挑战，具体包括持续的知识开发、共享、传递
和整合以保持长期的问题解决能力。在组织层面，特莫等学者（Ｔｅｒｍｅ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全面阐述了公共组织适应性应对“棘手问题”所需要的治理能力，将其概
括为“５Ｒ”，即自反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回应性（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恢复性（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及尺度调节性（ｒｅｓｃａｌｉｎｇ）。这些研究表明，对于适应型应
对策略的选择是以特定的治理能力为前提的，而治理能力也只能在与“棘手问
题”的适应型应对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对既有研究的评析和展望

由上述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的“棘手问题”研究从理论层面深刻地
体现了公共行政事务日渐复杂、波动和不确定的变化趋势，强烈地冲击了传统
公共行政研究的学术话语和范式基础，其理论贡献毋庸赘言。但不可否认，相
关主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概念使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难免存在
着值得商榷和讨论之处。为了推进“棘手问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必须直面当
前学术成果的短板和不足，进而明确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前进方向。

（一）推进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有效对接

正如前文所述，“棘手问题”研究已经和公共行政中的公共价值管理、网络
治理、社会风险与危机治理、政策设计等研究主题产生了相互的融合和推动；
也有学者试图从战略制定、组织设计、人事管理、绩效考核等管理维度论述
“棘手问题”对于公共管理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Ｈｅａｄ ＆ 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１５）。这些
都可看作是将“棘手问题”与当前公共行政学术话语和概念体系进行逻辑整合
和理论对接的努力。但是，目前尚缺乏从纵向的公共行政思想史的视角将其与
既有学术传统进行整合和对接的研究。由此概念的内涵可知，在公共行政研究
长达百年的学术传统中，“棘手问题”所承接的其实是强调行政活动价值理性与
复杂性的“沃尔多路径” （颜昌武，２００８）；且西蒙提出的“非程序决策”与
“有限理性”、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等概念在描述行政事务的复杂属性时
与此概念有一定的重合部分。这种与公共行政学术史中既有思想资源的整合和
对接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能够表明“棘手问题”这一概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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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无源之水，而是处在传统学术研究所构成的思想脉络之中，具有学术思想的
传承性。从学科自身传统中学习并获取养分对于“棘手问题”研究的发展和成
熟大有裨益。其次，与传统学术思想的对话是明确此概念独特性和创新性的必
然途径。既然公共行政的学术传统中已经存在了指称行政事务复杂性的概念，
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再推出一个新的术语表达（Ｔｕｒｎｂｕｌｌ ＆ Ｈｏｐｐｅ，２０１８）？前文
在论述“棘手问题”研究兴起的外部环境变化趋势时曾提及，伴随价值冲突、
制度复杂性与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加剧，后工业化时期公共行政的复杂性内涵
与西方社会工业化初期由于多元主义政治传统所导致的较为单纯的价值复杂性
已有显著不同。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棘手问题”并非“新瓶装旧酒”的伪概
念，后续的研究需要在与传统学术思想对话中进一步推进其概念化过程。

（二）在厘清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提升使用的准确性

伴随“棘手问题”概念化过程的推进，这一概念已经超越早期的特征描述
而达到要素分析和类型细分的阶段，其内涵和外延已较为明确。但是，由于这
一概念的迅速传播扩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因其名称惹人注目而竞相采纳，致
使概念在流行过程中伴随着使用的随意和混乱（Ｐｅｔｅｒｓ，２０１７）。概念使用的不
严谨一方面导致概念外延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公共领域的任何政策议题或行政
实践中的复杂事务都被冠以“棘手问题”的名称；另一方面则导致概念内涵愈
发模糊，成为某种“貌似新奇、故作高深而没有实质内容的新词汇和术语”（杨
立华，２０１９：８０）。学界应该正本清源，在厘清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力求严谨而准
确地使用概念。在此，海德对于“棘手问题”的三要素构成（价值多元性、制
度复杂性和知识不确定性）的定义至关重要，应引起重视。此外，不能忽略了
与“棘手问题”相近或相关的其他概念的梳理和对比工作。描述公共领域复杂
性的概念还包括诸如社会混沌（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ｓｓ）（Ａｃｋｏｆｆ，１９７４：２１）、分歧型问题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１９７７）等，这些概念之间的异同需要进一步
明确，避免替代使用所导致的混乱。

（三）强调适应型应对在策略选择中的重要意义

没有一种确定的治理策略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棘手问题”。权威型驯服、技
术型处理和适应型应对三种策略的区分是基于不同的问题类型、同一问题的不
同方面和维度而提出的针对性策略，因而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有效性。但需要注
意的是，这三种策略在适用范围及其实践的可能后果上是不一致的，因而并不
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伴随着政策受众的日益分化与异质化，以及公民对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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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不信任与不遵从（ｎｏｎｄ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程度的加深，权威型驯服策略所产生的
伦理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与此同时，当代西方技术官僚型治理的失效与具有反
智色彩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也使得技术型处理策略的局限性凸显（张乾友，２０１９；
郭佳良，２０１９）。且正如前文所述，“棘手问题”本身就具有抵抗被技术化处理
的属性，因此单纯依靠技术工具的策略有效性不足。针对普遍存在的典型“棘
手问题”，适应型应对策略可能成为最有效但同时也是最具挑战性的策略方式。
伴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在表述应对“棘手问题”的策略时语气逐渐变得
柔和，从“驯服”“处理”“操控”“应对”，到后来的“与之共事”“和谐相
处”，甚至还提出要“拥抱” “棘手问题” （Ｒａｉｓｉｏ，２０１０）。因此，应意识到
“棘手问题”之不可彻底解决，必须接受其存在并将其视为必须面对和适应的客
观社会现实（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３：２）。

（四）合理借鉴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工具

将行为科学的见解注入到公共行政中已经成为当下学界不可阻挡的一大热
潮（张书维、李纾，２０１８）。对于公共行政中“棘手问题”的学术研究和现实
应对而言，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工具应得到合理借鉴，这具体体现为两
个方面。首先，行为公共行政（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的重大学术贡献
在于能够为公共行政中的宏观概念提供基于个体行为的微观基础，从而对宏观
层面的研究命题或结论进行验证或证伪。“棘手问题”自提出开始就是指称公共
政策或项目的宏观概念，由于缺乏微观基础往往显得粗糙空泛、大而化之，而
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则可基于个体的决策行为对其进行解构。从决策行为的视角
出发，在微观层面理解个体在棘手情境下的行为和态度（包括可能的认知偏差
和非理性行为的心理机制）应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这也是对公共行政学术
传统中由西蒙开创的决策理论的一种延续。其次，行为科学可以为现实中应对
“棘手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工具。前文提及的以助推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工具受
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被认为在应对包括肥胖症、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等
严峻的“棘手问题”时具有传统方法不可替代的优势。然而，助推并非应对
“棘手问题”的万能良药，在促进持久的行为改变时效果有限，将其与其他类型
的理论工具结合使用是未来的研究重点（Ｍｉｌｌｓ，２０１３）。

（五）探索基于中国本土情境的“棘手问题”研究

目前以“棘手问题”为主题的学术论文集中发表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发达国
家和地区（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３：２），中文文献较少，这表明这一概念尚未引起国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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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行政学界的普遍关注，处于引介的早期阶段。现有的研究将“棘手问题”的
概念和特征与现实的治理实践经验相结合，探讨的主题包括应对“棘手问题”
的基层干部行动策略（郭巍青等，２０１９）、技术治理手段的效用边界（李宜钊、
徐艳晴，２０１９；吕方、梅琳，２０１７）、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彭勃、赵吉，２０１９：
９４）等。对“棘手问题”进行本土化探索的学术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研究对
于概念内涵的把握大多停留在特征描述层面，未能更深入地探讨问题的构成要
素和生成机制。与此同时，研究类型主要集中在经验性研究而忽略了理论层面
的规范性研究。须知，起源于西方公共行政情境的“棘手问题”，规范层面的讨
论和分析是本土化探索的基础和前提，未来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待加强。此外，
概念在本土化的翻译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版本（例如“棘手难题” “复杂问题”
“邪恶问题”等），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主流译法对于未来研究的良性发展十分
必要。提出此概念的里特尔曾指出，之所以将这类问题称作“棘手的”，是对这
类问题所呈现出的那种“危险的、狡猾的、有侵略性的”形象的比喻，而非基
于某种道德谴责（Ｒｉｔｔｅｌ ＆ Ｗｅｂｂｅｒ，１９７３：１６０），因此翻译为“邪恶问题”略显
不妥。

未来关于“棘手问题”的本土化探索应该从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两个
维度同时展开。首先，规范性研究应基于“棘手问题”的理论体系展开对本土
公共行政中“技治主义”传统和“现代性思维”的批判和反思，重申由沃尔多
开启的民主行政理论在当下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在公共事务渐趋复杂
化的大背景下，本土行政传统中追求明确目标、宏大叙事、一致性执行的行政
风格，以及为实现绩效合法性而偏好技术治理工具的思维惯性（杨宏星、赵鼎
新，２０１３）的局限性将日益凸显。例如，“运动式治理”或可看作是由于“棘
手问题”常规治理失败所被迫选择的权威型驯服策略（周雪光，２０１２），但其
所产生的社会伦理成本需得到反思。此外，项目制（渠敬东等，２００９）、数目字
管理（竺乾威，２０１１）、目标管理责任制（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等本土公
共行政所呈现的新模式和新趋势，正体现了政府试图将原本“棘手”的公共事
务转变为“技术问题”的一种倾向。面对技术治理的行政惯性，将“棘手问
题”这一概念纳入本土公共行政的“思想市场”更显得意义重大。其次，经验
性研究需基于本土的特定公共行政情境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在微观层
面，应着重于归纳和总结基层治理中应对“棘手问题”的行动策略和经验模式，
凸显治理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实际的参与、体验和反思，持续地累积地
方知识而演化出适应性应对方案的治理过程。在宏观层面，应聚焦于诸如慢性
疾病流行、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风险集聚等本土典型的“棘手问题”进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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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当下的政策研究分布在公共管理下属的各个二级学科，由于强调政策领
域知识的专业性和研究范式的技术性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科的沟通较少，进而出
现身份认同危机（童星，２０１９）。但面对“棘手问题”的挑战，这些相对独立
的政策领域都需要基于特定的行政过程实现政策网络的协同与合作，对于这一
行政过程的研究可能成为各个学科的“最大公约数”。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冠
肺炎疫情所体现出的不确定性、灾害性与复杂难解特征，有可能成为本土公共
行政领域了解和研究“棘手问题”的机会窗口，进而催生出一批相关主题的本
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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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公共行政中的“烫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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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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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强

关于《公共行政评论》采用结构化摘要和政策之窗的启事
为提升论文可读性和影响力，推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互

动，本刊探索新的文本展现方式。具体如下：
一、结构化摘要
１ ． 从２０２０年第３期开始，经验研究类文章之摘要将以结构化方式呈现。
２ ． 理论探讨类论文、文献综述、短篇书评可沿用传统的无结构化摘要。
３ ． 结构化摘要分为以下四部分（总字数不超过５００字）：
【问题】用一句话扼要介绍研究背景，即研究问题从何而来，研究问题

是什么。尽量以问题形式展现，总共不超过３句话。
【方法】用何种证据回答研究问题，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分别是什

么。数据并不仅限于量化数据，也包含定性资料、档案等经验
证据。

【发现】数据分析的结果为何，是否回答了研究问题。
【结论】文章对于知识增量（理论、文献）以及现实世界的意义。
二、政策之窗
公共管理研究既需要理论基础，又要有实践指向。为了增加公共管理研

究与真实世界问题的关联度，从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开始我们倡议作者撰写提供
１００字左右的“政策之窗”，后续将陆续推开。但是：

（１）此为可选项，我们尊重作者的选择；
（２）理论探讨类论文、文献综述、短篇书评无需撰写政策之窗。
具体如下：
!

　 内容：接地气，对准现实问题，清楚阐明文章对解决何种问题有何
种作用。

!

　 对话：假设一位公共管理实践者正在阅读这篇文章，作者所提政策
建议应该与文章的发现具有相关性，不要随意引申。

!

　 风格：要点方式陈列，最多３点，至多１００字；尽量避免专业术语
和抽象词汇，降低阅读障碍。

３０２

公共行政中的“烫手山芋”◆


